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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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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一次有关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与伦理功能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借鉴当代西方科学实证型宗教社

会学理论与方法，获得了一些调查研究经验与认识：１ 田野调查中观察视角的主客位转换并克服主观性；２ 中国

基督教会的医病赶鬼现象具有存在的“合理性”；３ 中国基督教会社会参与度虽然有限但有逐渐加强的趋势，而且

其社会参与方式正在发生变化；４ 中国基督教会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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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二十年，田野调查被欧美学者引入宗教

学研究领域，我国宗教学界近年来也开始尝试运用

宗教社会学理论与田野调查方法研究中国基督教。
但总的来看，我国宗教学研究人员绝大多数都是书

斋式学者，能像人类学者那样背起行囊做田野调研

工作的人很少。 我们偶尔也能从大陆学术刊物上看

到个别宗教学者撰写的田野调查文章，但是，这些田

野调查事先没有科学的问卷设计，事后没有严格的

定量与定性分析，所以它们与当代科学实证型宗教

社会学［１］研究之间有很明显的区别。 由此可见，如
果没有库恩（Ｔｈｏｍａｓ Ｓ． Ｋｕｈｎ）所谓科学范式上的

“革命”，我国的宗教社会学研究难以从理论和方法

上实现突破与更新。 ２００２ 年，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

文化研究所承担了教育部重点课题———“基督教在

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文化与伦理功能”研究，
是大陆宗教学界第一次系统运用当代最新宗教社会

学理论与田野调查方法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尝试。 笔

者有幸参与此项课题研究，并得到杨凤岗博士的指

导。 现就这次田野调查中的几点认识整理出来，请
方家不吝赐教。

一　 学术客观性与田野调查方法的主客位转换

当代宗教社会学研究方法源自于 ２０ 世纪英美

实证主义哲学，重“效验”与“客观性”是其特色所

在。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欧美学者在宗教社会学研究领

域引入了人类学常用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两项最主要的田野调查方法，要求研究者在实际工

作中适当进行主位（Ｅｍｉｃ）与客位（Ｅｔｉｃ）① ［２］ （１０６

页）之间的转换。
上述田野调查方法和原则并不是什么深奥难懂

的学问，然而，对于习惯于传统哲学人文学思想方法

的研究者来说，这些东西在实际操作中却不那么容

易把握，因此他们做田野工作之前总是自觉不自觉

地戴上有色眼镜。 在第一次调查的时候，就先入为

主地带有中国基督教社群年龄构成老、文化水平低、
女性占大多数、思想陈旧、保守落后等印象。 同教会

神学界人士一样，我认为，现在“谈中国教会为现代

化作贡献还为时过早”［３］［４］，有时甚至还会产生如

斯马特（Ｎ． Ｓｍａｒｔ）所指出的那种情形，“怀疑它们是

否算得上是基督教” ［５］ （３ 页）。 结果，我第一次带

回来的调查材料被课题负责人指责为：“主观性太

强，观察不深入不仔细，给人以走马观花的感觉。”
通过总结失败教训，我意识到，做田野调查首先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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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也是最难克服的一道难关就是个人的主观性。
通过不断转换视角和改进方法，笔者基本摆脱了以

前那些先入为主的见解的束缚，并认识到我们今天

对中国基督教的调查研究不能完全以西方教会史和

当代西方教会的理论框架来生搬硬套。 最后的调查

结果表明，我们在下车伊始时所持有的那些主观印

象存在不少的问题，比方说，如何看待农村信徒的信

仰生活混杂民间信仰成份的问题，如何看待教会对

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广大农村社会产生作用与影

响的问题。
我们以前深受哲学人文学科传统影响，习惯于

从自我本位和实在论角度来看问题，难以实现主客

位的转换，这样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不符合科学实证

型宗教社会学的学术原则。 当代宗教社会学的田野

调研方法乃是人类学家所主张的观察视角的主客位

转换原则。 正如人类学比较研究中存在强势民族与

弱小族群、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之间进行高下优劣

之区分与比较的问题［６］ （１０２ 页），宗教社会学研究

也存在“局外人”与“局内人”之间的对比关系与视

角转换问题。 当代宗教社会学者一般原则是，不应

对局外人与局内人的观点作人为的偏废取舍，而是

应该对它们进行兼收并蓄的综合研究。 也就是说，
研究者应当尽可能地采取一种麦克库契恩（Ｒｕｓｓｅｌｌ
Ｔ． ＭｃＣｕｔｃｈｅｏｎ）所谓“方法论上的不可知论”立场。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无论局外人还是局内人都或多

或少地带有自己的主观立场与倾向，不可能将大脑

漂成一张白纸后再进行田野调查。 由于学术客观性

受损，田野调查的主客位转换也就会受到影响，而且

客观性受损的程度越大，主客位的转换也就越难。
当然，正如许多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纯客观的、不
偏不倚的社会科学研究可能永远只是一个难以达到

的理想目标。 但是，自从韦伯提出“守望者”式的现

代学者标准以来，学术的客观公正性已经逐渐成为

衡量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的公认标准。
二　 关于“医病赶鬼”现象

所谓“医病赶鬼”现象就是指当代中国基督教

尤其是农村教会中普遍存在的用诉祷治病祛邪的现

象。 迄今为止，大陆宗教学者对基督教会中的医病

赶鬼现象普遍有这样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

贫困愚昧无知的反映，原因在于广大信徒群众缺少

文化教育；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低级和不健全

的宗教生活体验，有待完善和提高，这与贫穷和缺医

少药的生活环境有关。 其实，当初我们也是这样看

待医病赶鬼问题。 但是，经过田野调查之后，我们对

此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按照斯马特的宗教功能与作用分类法，医病赶

鬼现象应该属于宗教的“经验与情感”层面［５］ （５—

１２ 页）。 传统宗教学理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通常

沿着施莱马赫 （ Ｆ． Ｓｃｈｌｅｉｅｒｍａｃｈｅｒ） 和詹姆斯 （Ｗ．
Ｊａｍｅｓ）的路线，将宗教体验完全视为信仰者个人的

心理和情感作用，于是“医病赶鬼”被认为是一种纯

粹信仰者个人心理方面的内容。 然而，我们在田野

调查中发现，即使是在“经验与情感”层面，宗教的

社会属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观察到，与传统的

中国民间宗教不同，基督徒为“医病赶鬼”所作的祈

祷通常都以群体方式进行，就连以前作过“降公”、
“师娘”（道教中的男女巫师）后来改信基督教的信

徒，也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以前的“个人念咒”式转

变为“二三人在一起奉主的名祷告”式。 农村教会

通常都在聚会礼拜中专设为某些有病痛或不平安的

信徒记名祈祷的程序，城区教会也常在礼拜结束后

让部分有特别要求的信徒留下来集体祈祷。 就笔者

所见，个别教会的年轻教士有意淡化“医病赶鬼”的
气氛，有意取消聚会中记名祈祷程序，让“有需求”
的信徒独自在家祷告，结果让很多信徒不满意，来参

加聚会的人数因此逐渐减少，有些信徒甚至只得请

“有恩赐”的长老私下祷告。 这些实证材料表明，那
种将宗教经验仅仅视为信仰者个体的一种心理（或
情感、意识）活动的观点带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毛病。 基督教的医病赶鬼显然不同于原始宗教与

民让信仰（如萨满教）。 基督教会的治疗过程是在

一个社会群体中进行，而且被医治者也参与到这一

过程，信徒群体中没有治疗者与被治疗者之分；而传

统民间宗教的情形刚好相反，治疗过程通常是为某

个患者单独举行，患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巫师

与患者是一对一的治疗者与被治疗者的关系。 由此

可见，中国基督教的医病赶鬼现象与传统民间宗教

之间存在着明显分疏，区别在于有无社会属性。 基

督教的这种社会属性正是当代科学的宗教学研究的

着眼点。 宗教社会学领域中的主流观点认为，宗教

经验通常是信仰者在举行宗教仪式的那一段“共享

时间”（美国学者 Ａｌｆｒｅｄ Ｓｃｈｕｔｚ 语） ［７］ （２６６ 页 ）、在
一个被称为“教会”②的群体中共同实现的。 从宗教

现象学的角度而言，信仰者感到神圣者在此“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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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中降临到了他们的“教会”，从而使他们分享

了某种超越实在，进而使他们的身体与心灵两方面

得到了治疗与安慰［８］（９５ 页）。
无庸讳言，“医病赶鬼”至今仍很流行，尤其在

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比较盛行，而且还将继续成为

农村信徒人数增长的主要途径。 如果沿用传统的

“反映论”，人们可以很方便地给“医病赶鬼”现象套

上落后、愚昧或迷信之类的标签。 然而，当我们从科

学实证的宗教社会学角度看到公开合法的宗教组织

以一种有序的社会整合方式给那些贫困无助的人们

带来生命的慰藉，就会觉得“医病赶鬼”不应该被一

味地理解为一种消极的东西或者一个根本上带贬义

的概念，而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将它视为一种具有其

存在的“合理性”的宗教现象或一个中性的概念。
三　 关于宗教的社会功能

杜尔凯姆在其宗教定义中不承认“教会”有超

越的神圣维度，但他反对别人把他的“宗教的本质

即社会”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重复，理由是他

的这个“社会”并不是以物质形式呈现的现实社会

的抽象或反映，而是一种自律的精神实在［９］（５５２—

５５８ 页）。 这样，杜尔凯姆在排除了有神无神的问题

后又抛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信仰者个体如何将自己

与“社会”相联系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后世研究者

所关注的宗教的社会功能问题，如卢克曼（Ｔ． Ｌｕｃｈ⁃
ｍａｎ）提出的“无形的宗教”理论指出宗教将以新的

形态与社会功能出现，贝拉（Ｒ． Ｂｅｌｌａｈ）提出的“公
民宗教”概念则指出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的问题。

带着上述问题，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对基督教社

会功能的具体表现形式给予高度重视。 我们注意

到，教会一般都很重视宣传“教会是神的家”这一教

义思想。 很多教会都实行定期探访制度，信徒家有

要事时更是每请必到。 有的教会还称礼拜天聚会时

的事务通报为“家事报告”。 基督徒普遍反映，他们

在受洗加入教会后有一种精神上的归宿感。 大量的

实证材料表明，教会这个“家”在行使其社会功能方

面表现出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教徒处境来看，
中国教会自从实行“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处境化

原则后，成功地解决了公民身份与基督徒身份相结

合的问题，从而赢得了政府和主流社会的肯定。 从

信徒群众参加社会经济建设方面的情况来看，他们

认为教会这个“大家”与教会这个“天家”以及自己

的“小家”不仅不相冲突而且相得益彰，教会群体家

庭和睦、离婚率低等等都与教会的教导有莫大的关

系。 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社会宏观体系中的辅

助性功能组织的角色，有时甚至还可能成为信仰者

家庭与社会生活矛盾纠纷的缓冲地带。 例如，涉及

到基督徒的家庭不和、邻里纠纷以及民事争执时，教
会通常都会派人出面调解，而且效果不错。

从宗教乃是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的社

会学立论而言，基督教作为一种典型的堂会制宗教，
与其它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和其它宗教相比，它在

促进信仰者个体的社会化，实现社会整合方面显示

出一定的功能优势。 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时代

背景来看，教会生活填补了城乡居民社区生活的不

足，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很明显。 教会建设搞

得好的地方，通常是经济文化生活良好、邻里和睦、
犯罪率低、离婚离低的地方，教会在宏观社会体系中

起到了辅助性与建设性功能作用。 有权威资料反

映，基督教信教人数突然呈现大幅度增长主要是在

１９８０ 年代，部分地区又于 １９９０ 年代呈现跳跃性增

长［１０］（２０３ 页）。 这种情况从我们的田野调查资料

中得到了印证，农村教会在 １９８０ 年代发展快些，城
市里的基督教信徒主要是 １９９０ 年代前期发展起来

的。 对照一下改革开放 ２０ 年的历史，原因就很清楚

地显现出来：１９８０ 年代初，农村完成了分田到户的

责任承包制，农村公社解散；１９９０ 年代初，邓小平南

巡讲话后城市改革步伐骤然加快，全面推行下岗分

流、产业调整和股份制，这两次城乡社会体制的大变

革都直接反映到基督教会的发展进程中。
四　 关于基督徒社会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

当代宗教社会学者非常重视宗教对社会政治生

活的参与，尤其以美国学者关于“新社会运动”的研

究最具特色。 所谓“新社会运动”是指不以传统阶

级矛盾的观点为指导，并超越物质利益诉求，而以某

种带有深层宗教意蕴的道德伦理诉求为目标的新式

社会运动，如妇女运动、生态环保运动等 ［ ７］ （ ２６７

页）。 根据香港陈慎庆教授的评介，美国的“新社会

运动”研究不仅建立了一定的理论范式，而且还将

研究的触角上溯到 １９ 世纪的“福音运动”，以当代

宗教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去评价它，结果发现“福音

运动”不只是一场神学思潮，而是一场旨在以基督

宗教的道德价值取向重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

全方位社会运动［７］（２７０ 页）。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基督教的社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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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程度当然不能与以基督教为主流社会意识的欧美

社会相比。 但是，通过借鉴当代宗教社会学的理论

和方法，我们也留意观察到中国教会和基督徒个人

的社会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同西方基督教社会中的

情形相比有明显的不同，而且基督教的社会参与程

度在教会复兴以来的 ２０ 多年里有逐渐加强的趋势，
其参与方式亦有一些变化。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
１９８０ 年代的各级教会主要社会参与方式是配合政

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老一辈传道人平反冤

假错案，收回原有宗教房地产；１９９０ 年代以后，中国

逐渐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县级以上的三自教会负责

人一般都在人大或政协部门投入参政议政工作，教
会以社团法人的身份经常性地参加社会救助、赈灾、
“希望工程”等社会公益活动，逐渐赢得了全社会的

广泛认同与好评。 现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

会彻底改变了“洋教”面貌，全面实现“爱国爱教、荣
神益人”，“一个基督徒应该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好公

民”的指导方针［１１］。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最近几年主流教会积极倡

导神学思想建设。 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它应该被

理解为教会在获得了社会身份这个“硬件”基础之

后开始注意到精神文化导向这个“软件”部分。 中

国教会的这种发展轨迹与美国“新社会运动”研究

学者米路士（Ａ． Ｍｅｌｕｃｃｉ）所提出来的“文化符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ｄｅｓ）与“身份认同商议”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
ｄｅｎｔｉｔｙ）的理论总结是基本一致的［７］ （２６９ 页）。 如

此看来，中国教会在基本实现了它在中国社会的身

份认同之后，又在向深层次多方面社会参与方面进

行理论探索。
中国教会的社会参与程度还很有限，这主要是

由中西不同的历史文化处境所造成的。 但是，如果

考虑到中国教会的年轻与幼稚，那么我们有理由对

其未来的发展前景保持一定的期待值。 从历史的角

度看，基督教是近代才传入中国的一种外来宗教，而
当代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同时又以无

神论作为思想意识主流形态的社会。 从传统的意识

形态截然对立的观点或现代文化冲突论的观点来

看，中国基督教似乎可能会处于传统宗教与世俗化

两面挤压的隙缝中艰难生存的状态，更难以实现社

会参与并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然而，上述推论

在今天已被彻底否定。 从实践方面讲，基督教不仅

在中国生存下来，而且成为发展最快的宗教。 从理

论方面讲，中国传统宗教的社会组织结构是以儒教

的“家—国—天下”模式建立起来的，这种封建宗法

制的社会结构在 ２０ 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业已

解体。 关于世俗化的问题，就中国社会以无神论为

主流意识形态而言，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

通过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得到解决；从作为现

代化进程的伴生现象，即全球普遍意义上世俗化现

象而言，就连这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伯格（Ｐ． Ｂｅｒ⁃
ｇｅｒ）等人后来都已表示放弃［１］ （２４７ 页），人们现在

更多地是从宗教“市场化”、“多元化”来取代它③

［１２］。
五　 关于中国教会多元化趋势

宗教多元化问题也是当代实证型宗教社会学理

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传统范式宗教学理论认为

宗教多元化局面是宗教走向消亡的过渡阶段，而新

范式的宗教社会学理论试图证明宗教多元性会带来

宗教的总体复兴，现代社会宗教多元性的局面应该

被理解为正常状态［１］ （２５２ 页）。 我们注意到，中国

基督教会将来是否会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问题已

经引起教会内的神学家和教会外的基督教学者们的

关注。 南京神学院的陈泽民教授指出：“随着教会

的发展，一些‘小教派’的离心倾向日渐明显，必须

有新的对策和构思。”［１３］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

所卓新平博士也曾指出，近现代西方基督宗教呈多

元化方向发展而同期中国基督教会却呈一体化方向

发展，对此应作处境化解释［１４］（１００—１０１ 页）。
我们在此次田野调查工作中亦针对上述理论问

题从学术视角进行了考察研究。 中国教会目前主要

由向政府主管部门申报登记的全国统一的三自教会

与其它没有申报登记的众多的小教派和为数众多的

家庭教会组成。 三自教会采用全国统一的“两会

制”教政管理模式④，而小教派和家庭教会的组织形

式比较分散，有明显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众所周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发展很快，但教会的发展

取向在这 ２０ 多年里有明显的变化。 １９８０ 年代，三
自教会的发展速度超过其它小教会，而 １９９０ 年代以

来，小教派和家庭教会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三自教

会。 有些三自教会出现聚会人数减少的情况，原因

在于教牧质量跟不上，信徒的宗教生活需求得不到

满足，同时有“官办教会”的印记。 抛开教会方面的

基督教神学问题不谈，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社会生

态环境也有利于小教派和家庭教会的发展，主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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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改革开放的总趋势是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与

世界融为一体，中国社会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朝着社

会经济文化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教会总是由一定社

会经济文化阶层中的人群组织的，根据迈克盖文

（Ｄｏｎａｌｄ Ａ． ＭｃＧａｒｖａｎ）“单一性群体原则”（ｈｏｍｏｇｅ⁃
ｎｅｏｕｓ ｕｎｉ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的教会增长理论，单个的教会群

体总是由一个在种族、肤色、阶级、职业、语言、文化

习俗以及受教育程度相近的人群组成的，而且这样

的教会发展较快。
然而，中国是一个有着 ２０００ 多年中央集权制行

政管理模式的国家，历史上传统儒释道宗教也总是

通过依附国家政权来行使教化职能。 在西方，新教

改革以后也有个别国家走上了教政合一的道路。 中

国基督教作为一门从西方传入的弱小的新宗教，其
首要任务应当是实现本土化，求得合法生存权。 所

以，三自教会的“两会制”一体化管理模式也有其必

然性和必要性。 无论从教政管理还是神学思想方面

来看，中国教会目前都还是不成熟的教会，而且还有

某些异端邪教假借基督教之名给教会带来破坏作

用。 因此，建立一套与政府平行设置的管理机构来

层层配合政府主管部门行使宗教事务管理职能，这
也是势所难免。 如此看来，中国教会未来的发展趋

势将面临一场“多元化”与“一体化”的博弈。

中国大陆的科学实证型宗教社会学研究还处于

起步阶段，在理论与方法上与欧美还有明显的一段

差距，而欧美“科学研究宗教学会”在 ２００１ 年年会

上已经发出了“进军主流”口号［１］ （２５３ 页）。 然而，
我们愿意努力在中国这块“希望的田野”上耕耘，与
其他学者一道，使宗教社会学研究向更深层次、更高

水平迈进。

注释：
①“Ｅｍｉｃ”和“Ｅｔｉｃ”是派克于 １９６０ 年代从语言学术语“ｐｈｏｎｅｍｉｃ”和“ｐｈｏｎｅｔｉｃ”发明而来的，以后遂为学界广泛使用。
②沿用杜尔凯姆的做法打引号，泛指普通信仰群体，而不是专指基督教会。
③德国苏为德教授（Ｈ． Ｓｅｉｗｅｒｔ）就持这种观点，并于 ２００３ 年来四川大学作“世界宗教市场：当今世界的宗教经济”学术报告。
④与全国行政级别平行设置的各级“三自爱国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分别产生于上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８０ 年代，是中国基督教

处境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过渡型的教政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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